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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易卦气学说所包含的理论内容不是单一的,因为它是一个比较复杂的体系。这里我们就讨论一下汉易卦气学所包含的理论原理以及一些相关的问题。

一、阴阳二气消长运行的原理

卦气之所以称卦气，顾名思义，就是易卦与历法二十四气的结合。二十四气讲的是一年之中天气的变化，所谓天气变化，主要说的就是冷暖变化和昼夜时间长短的变化，如小暑、大暑、和小寒、大寒，夏至、冬至和春分、秋分。当然，天气的冷暖与昼夜长短变化是相联系的，天气冷暖、昼夜长短与雨雪风霜也是相联系。在《易传》里已然将阴阳二气对立转化消长运行视为基本的自然规律，这是可以肯定的，如《系辞传》说的“日月运行，一寒一暑”，“一阴一阳之谓道”，《说卦传》说的“观变于阴阳而立卦，发挥于刚柔而生爻”，“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将以顺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彖传》说的“君子尚消息盈虚，天行也”。汉人的卦气思卦受《易传》这种思想的影响，或者说继承了这种思想，这是没问题的。当然，我不同意因此就说《易传》里的这些说法表达的就是卦气思想，因为《易传》只是在描述天道变化的规律，强调人应顺应天道变化的规律，还没有一套易卦与二十四气结合的技术体系。《礼记·月令》中也有明确的以阴阳二气对立斗争、消长变化为自然规律的思想，并且已有用历法形式来表达这种规律及人如何顺应这种规律的思想。如《月令》于孟春之月讲“天气下降，地气上腾”，于季春之月讲到“生气方盛，阳气发泄”，于仲夏之月讲到“阴阳争，死生分”，并于各月讲到如何顺应节气变化安排生产生活的问题。如云：“季夏之月，日在柳”，“是月也，土润溽暑，大雨时行，烧薙行水，利川杀草，如以热汤，以粪田畴，可以美土疆”。同时，《月令》中于各月又记有如不顺应时令则必致某灾的说法。关于先秦时的历政文化及其与儒家、阳阴家的关系，我曾有文章专门讨论。
这里要说的是，《月令》这些说法从本质上说表达的主要的还是尊重自然规律的思想。中国古代的历政之书从《夏小正》起就讲顺应时令安排农事的内容，这是讲天道自然或者说阴阳二气运行规律最实际的意义。就汉易卦气学来看，继承了《月令》这类历政之书用历法表达阴阳二气运行的自然规律的传统，这还是可以肯定的。如据《新唐书》所记僧一行所述孟气卦气学的内容为：“自冬至初，中孚用事。一月之策，九六、七八，是为三十。而卦以地六，候以天五，五六相乘，消息一变，十有二变而岁复初。坎、震、离、兑，二十四气，次主一爻。则其初二至二分也，坎以阴包阳，故自正北。微阳动于下，升而未达，极于二月，凝固之气消，坎运终焉。春分出于震，如据万物之元，为主于内，则群阴化而从之。极于正南，而丰大之变穷，震功究焉。离以阳包阴，故自南正，微阴生于地下，积而未章，至于八月，文明之质衰，离运终焉。仲秋阴形于兑，始循万物之末，为主于内，则群阳降而承之，极于北正，而天泽之施穷，兑功究焉。故阳七之静始于坎，阳九之动始于震，阴八之静始于离，阴六之动始于兑。故四象之变，皆兼六爻，而中节之应备矣。”
将僧一行所述结合惠栋《易汉学》所列《六日七分图》来看，卦气学对天道变化的描述，还是吸收继承了历政学以阴阳二气变化说明天道变化法则的理论。也就是说，尽管汉易卦气学是实质上是一套占筮体系，但是大体上说，其中还是保留了先秦历政文化尊重自然规律的思想。

当然，如孟、京之学与《月令》的内容，还是有很大区别的。《月令》虽讲到灾异，但它毕竟是历政之书而不是筮书，更不是讲易卦的筮书，而卦气学则虽讲到历法的十二月、二十四气、七十二候，但它毕竟是占筮之学而不是历学或历政之学。《月令》讲了各月的生产活动，卦气是不讲些的，从史书所记来看，卦气的用途在于推演灾异，讲统治者的德行得失。我谈这些，实际是要说两个问题。第一，《月令》的内容与卦气学不能混为一谈，其实二者的关系可以这样说，卦气与《月令》有关系，《月令》与卦气没关系或者说《月令》里面没有卦气，《月令》只字没有提到易卦，哪里有什么卦气思想？第二，虽然汉易卦气中仍保留了历政文化中尊重自然规律的思想，但实际上卦气学中这种思想可以说已是一种残留，或者至少可以说这已不是卦气学的主题思想，卦气学真正大力吸收发展的是《月令》中的阴阳灾异思想。班固曾说：“阴阳家者流，盖出羲和之官，敬顺昊天，历日月星辰，敬授民时，此其所长也。及拘者为之，则牵于禁忌，泥于小数，舍人事而任鬼神。”
司马迁说：“夫阴阳四时、八位、十二度、二十四节各有教令，顺之者昌，逆之者不死则亡。未必然也，故曰使人拘而多畏。夫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经也，弗顺则无以为天下纲纪，故曰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
我非常敬佩司马迁和班固的这些叙述和评论，他们不仅是了解历史文化的伟大史学家，更是能对思想学说做出正确判断的思想家。班固指出，阴阳家之学本源自历学，其末流则沦于方技。司马迁则明确肯定了阴阳之学所包含的天道之大径，认为这是必须继承的宝贵思想，而对于其中那些讲灾异的“教令”，具有“顺之者昌，逆之者不死则亡”的力量，司马迁则明确说“未必然也”。从史书所记及卦气学有关文献来看，我认为虽然卦气学中尚保留有先秦历政之学尊重“天道之大经”的思想，但其学更近于班固说的“小数”。先秦的历政之书讲某月可以从事某种生产，春生夏长、秋收冬藏，这是对自然规律认识的运用。而汉人卦气，正如僧一行所言：“十二月卦出于《孟氏章句》，其说《易》本于气，而后以人事明之。京氏又以卦爻配期之日，坎、离、震、兑，其用事自分、至之首，皆得八十分日之七十三。颐、晋、井、大畜，皆五日十四分，余皆六日七分，止于占灾眚吉凶善败之事，至于观阴阳之变，则错乱不明。”卦气的用途最终不是用来演示历法或自然规律的，主要不是教人按自然规律进行生产的，而是用来讲人事吉凶善败的。但它既然借用了历法的技术形式，就不能不于其中含有关于自然变化规律的合理认识。不承认卦气学中有这种合理认识不符合实际，将这种认识说成是卦气学要表达的理论宗旨也不符合实际。

二、天人感应的原理

从古文献的说法来看，天人感应的思想观念，是以上帝的存在为前提的。现在有些人讲天人感应，试图把“天”说成是自然，把天人感应解释为一种物理现象，这不是中国历史上天人感应思想的原义。
《尚书·甘誓》中已有“有扈氏威侮五行，怠弃三正，天用剿绝其命”的说法。这是说上天对做坏事的统治者是要加以惩罚的。《汤誓》说：“有夏多罪，天命殛之”，“夏王率遏众力，率割夏邑。有众率怠弗协。曰：‘时日曷丧？予及治汝皆亡！’”。这是将众人反对作为“有夏多罪，天命殛之”的根据的。《牧誓》说：“王曰：古人有言曰：‘牝鸡无晨，牝鸡之晨，惟家之索。’今商王受惟妇言是用，昏弃厥肆祀，弗答，昏弃厥遗，王父母弟不迪，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长，是信是使，是以为大夫卿士，暴虐于百姓，以奸宄于商邑。今予以惟恭行天之罚。”《康告》说：“惟乃丕显考文王，克明德慎罚，不敢侮鳏寡，庸庸，祗祗，威威，显民。用肇造我区夏，越我一二邦，以修我西土。惟时怙，冒闻于上帝，帝休，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诞受厥命，越厥邦厥民，惟时叙，乃寡兄勗。”
这些说法中讲的上天会根据统治者德行的善恶对其加以惩罚或福佑，乃至决定其国祚兴衰久暂的思想与后来天人感应学说的基本思路是一致的。当然，《尚书》更具体地讲到天人感论的是《洪范》篇。《洪范》曰：“二，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视，四曰听，五曰思。貌曰恭，言曰从，视曰明，听曰聪，思曰睿。恭作肃，从作乂，明作哲，聪作谋，睿作圣。”“八，庶征：曰雨、曰旸，曰燠 ，曰寒，曰风。曰时五者来备，各以其叙，庶草蕃庑。一极备，凶。一极无，凶。曰休征：曰肃，时雨若；曰乂，时旸若；曰哲，时燠若；曰谋，时寒若；曰圣，时风若。曰咎征：曰狂，恒雨若，曰僭，恒旸若；曰豫，恒燠若；曰急，恒寒若；曰蒙，恒风若。”这是说统治者貌、言、视、听、思五事上的好坏会影响到雨、旸、燠 、寒、风五种自然现象。统治者于五事能做到恭、从、明、聪、睿，达到了肃、乂、哲、谋、圣的修养境界，则有休征出现，雨、旸、燠、寒、风各以时序，无过无不及。反之，统治在五事上出了问题，则相应的雨、旸、燠、寒、风就会失时失度。很显然，《洪范》中讲的“五事”与“庶征”的关系，正是后世天人感应论及以五行讲阴阳灾异的思想渊源。《洪范》是箕子为武王所述殷人的治国大法，故五事与五征关系这套讲法当是殷人的东西。这倒不是说周人不信天人感应，只是说周人当时可能没有这样一套理论。从先秦儒家《易传》对《周易》的解说来看，没有去讲这套东西。这可能有两个原因，一是周人的易书本来就不讲这些，二是先秦儒家虽然也讲五行，但并不用此去讲《周易》，或者说先秦儒家讲的阴阳五行不是用于推演阴阳灾异、占算人事吉凶的。这点至少就我们目前能了解到的情况看，如孔子、子思、孟子、荀子等都是如此。《礼记·中庸》上说：“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上律天时，下袭水土。”班固于《汉书·艺文志》序儒家之学时说：“儒家者流，盖出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为最高。”看来，先秦儒家学派讲阴阳主要讲的应是如《易传》那样来讲顺应天道、主客观统一的问题，以及如孟子仁政学说中讲的勿违农时，利用土地所宜发展生产的问题。从史书所记及文献遗留的迹象看，战国邹衍以后阴阳五行之学很盛行。《月令》中某月行某令，否则将致某灾的说法，可以反映战国后期儒家学者对阴阳家的一些东西已有所吸收。武帝时得势的学者所操多为深受阴阳五行之学影响的齐学，乃至董仲舒以后诸经之学都讲天人感应、阴阳灾异。正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孟喜所得“易家候阴阳灾变书”、焦延寿传给京房的“隐士之学”就成了盛极一时的学问。《汉书·杜邺谷永传》中谷永讲的王者躬行道德，则卦气理效，五征时序，失道妄行，则卦气悖乱，咎征著邮，是对卦气学基本原理的概括，显然这一原理就是源自《洪范》“五事”、“五征”思想，而于战国后期以来被加以充分发挥并在技术上加以细化的天人感应论。

三、五行生克的原理

关于洪范庶征之学与卦气学的关系，五行与八卦的关系等问题，我已有文章做专门讨论。就卦气学的内容看，可以肯定五行生克是其重要的理论原理。

汉人如谷永讲的王者躬行道德，则卦气理效，五征时序，失道妄行，则卦气悖乱，咎征著邮，这种天人感应的理论与《汤誓》、《康告》，乃至孟子所讲的天听自我民听之类简单的说法不同，其中增加了与洪范庶征有关的内容。与《洪范》篇所讲的“五事”与“五征”也不同，其中增加了“卦气”或者说易卦这个因素。从天人感应理论的角度去说，这就增加了天人感应理论技术上的复杂性。就五行生克理论的角度来说，在卦气学中五行生克理论并不是可有可无的，简单地讲天人感应，就无法解释为什么会出现此种灾变而不是它种灾变，或者说上天为什么会选择此种告谴形式而不是别种告谴形式。也就是说，当某种灾异出现时，这种理论可以根据五行生克的原理说明造成这种灾异的具体原因，这样才能使卦气起到占筮术的作用。一般地讲天人感应，无法建立形式上看起来较严密的占算体系。所以，五行理论原理在卦气学中是不能用天人感应代替的。

汉人是如何用五行原理来解说灾异的？《汉书·五行传》说：“传曰：简宗庙，不祷祠，废祭祀，逆天时，则水不润下。说曰：水，北方，终臧万物者也。其于人道，命终而形臧，精神放越，圣人为之宗庙以收魂气，春秋祭祀，以终孝道。王者即位，必郊祀天地，祷祈神祗，望秩山川，怀柔百神，亡不宗事。慎其有戒，致其严敬，鬼神歆享，多获福助。此圣王所以顺事阴气，和神人也。至发号施令，亦奉天时。十二月咸得其气，则阴阳调而终始成。如此则水得其性矣。若乃不敬鬼神，政令逆时，则水失其性。雾水暴出，百川逆溢，坏乡邑，溺人民，及淫雨伤稼穑，是为水不润下。京房《易传》曰：颛事有知，诛罚绝理，厥灾水，水杀人。辟遏有德，兹谓狂，厥灾水，水流杀人，已水则地生虫。归狱不解，兹谓追非，厥水寒，杀人。追诛不解，兹谓不理，厥水五谷不收。大败不解，兹谓皆阴。解，舍也。王者于大败，诛首恶，赦其众，不则皆函阴气，厥水流入国邑，陨霜杀叔草。”这里的“说曰”是解说“传曰”即《五行传》之内容的，而“传曰”的内容则是汉人对《尚书·洪范》五行内容的发挥。“简宗庙，不祷祠，废祭祀，逆天时”，怎么就会“水不下润”？这是由五行与五事、五征的关系决定的。按五行学说的规定，统治者的“貌”出了问题，在庶征就表现为五咎之第一：“曰狂，恒雨若”。用《汉志》所引《五行传》的说法讲就是：“貌之不恭，是谓不肃，厥咎狂，厥罚恒雨，厥极恶。时则有服妖，时则有龟孽，时则有鸡祸，时则有下体生上之  ，时则有青眚青祥。唯金沴（水）[木]。”《五行志》中解释“传曰”的：“说曰”云：“气相伤，谓之沴。沴犹临莅，不和意也。”据此，则所谓“金沴（水）[木]”之类相当于所谓“冲”，讲的是五行之气对立相克的问题。“貌之不恭”，是说统治者做事态度不敬、简慢。“简宗庙、不祷词、废祭祀”，是对祖宗、鬼神不敬。这按五行说的规定，就会出现相应的咎征“曰狂，恒雨若”。其原理是统治者的貌属于五行中的木，“木气病则金沴之”，金克木而生水。《五行传》所引京房《易传》说“辟遏有德，兹谓狂，厥灾水”，是说君主（辟）阻遏有德者，称之为狂，其灾异表现是闹水灾。与“传曰”讲的宗庙问题虽不是一个具体问题，但关于统治者的“貌之不恭”会引起水灾的说法显然根据的是五行学说的原理。据谷永的说法看，“恒雨若”、“厥灾水”，就是卦气不效、卦气悖乱，其根源是统治者的失道妄行。“传曰”说的“简宗庙”、京房说的“遏有德”，也就属于谷永说的“失道妄行”。可见，五行学说是卦气学构成的重要原理。所以，今本《京氏易传》说：“吉凶之义，始于五行，终于八卦。”有学者讲京氏易时说：“易卦六爻由于与十二支相配，也可视为五行。十二支配五行，寅卯为木，已午为火，申酉为金，亥子为水，丑辰未戌为土。依照这样的理论，六爻纳支，实际上是纳五行。”
又有学者说：“五行的生克比和是上天隐显灾祥的载体，是吉凶之始，以八卦考天时察人事，是吉凶之终。”

汉人五行学说按水、火、木、金、土五种分类方法，把统治者行为分为貌、言、视、听、思，又把统治者在这五方面的表现按好坏又各分为五类，即恭、从、明、聪、睿，亦即肃、艾、哲、谋、圣和狂、僭、舒、急、蒙。认为它们之间有属性相同、对应相关的关系，所以人的五事出了问题就会有五咎征，亦即节令气候失常，并出现与五行性质相关的各类妖异灾害。这种学说把实际上毫无联系的事物通过人的主观规定联系在一起，无中生有地谈它们之间的影响作用，没有什么理论认识价值。当然，其中对统治者提出的德智修养的要求还是有意义的。

五行生克理论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很广泛的影响，被用于解释许多事物之间的关系。这种理论的资格虽然很老，但是运用于解释事物关系时往往被滥用。人们没有客观根据地将事物按五行分类，然后妄论其生克关系，这种情况并不少见。东汉王充于其《论衡·势物篇》中对这种情况早已有评论。他说：“五行之气相贼害，含血之虫，相胜相服，其验何在？曰寅木也，其禽虎也，戊土也，其禽犬也，丑未亦土也，丑禽牛，未禽羊也，木胜土，故犬与牛羊为虎所服也。亥水也，其禽豕也，巳火也，其禽蛇也，子亦水也，其禽鼠也，午亦火也，其禽马也，水胜火，故豕食蛇，火为水所害，故马食鼠屎而腹胀。曰，审如论者之言，含血之虫，亦有不相胜之效。午马也，子鼠也，酉鸡也，卯兔也，水胜火，鼠何不逐马？金胜木，鸡何不啄兔？亥豕也，未羊也，丑牛也，土胜水，牛羊何不杀豕？巳蛇也，申猴也，火胜金，蛇何不食弥猴？”我看今天的学者应该发扬王充这种实事求是的批判精神，不应对与五行生克理论相关的一些漏洞百出的说法佯作不见，甚或仍然奉为圭臬，科学的就是科学的，不科学的就是不科学的，不要含混其辞。
汉人卦气学说中的五行原理，还应包括由五行生克理论派生的五行运数理论。所谓五行运数理论，大体是专讲王朝兴衰更替问题的。《尚书·洪范》虽讲到“五事”与“五征”的联系，有天人感应思想，但还没有讲到五行的生克关系，更没有讲到天命转移朝代更替是按五行生克关系的模式来变化的。司马迁述邹衍之学时说：邹衍“乃深观阴阳消息而作怪迂之变，《终始》、《大圣》之篇十余万言”，“先序今以上至黄帝，学者所共术，大并世盛衰，因载其   祥度制”，“称引天地剖判以来，五德转移，治各有宜，而符应若兹。”
据此，则以五行运数来讲世道盛衰乃始于战国的邹衍。邹衍这种学问于战后国后期至秦汉时影响很大，为统治者所信奉。《秦始皇本纪》载，秦初定天下，“始皇推终始五德之传，以为周得火德，秦代周德，从所不胜。方今水德之始，改年始，朝贺皆自十月朔。衣服旄旌节旗皆上黑。数以六为纪，符、法冠皆六寸，以为水德之始。刚毅戾深，事皆决于法，刻削毋仁恩和义，然后合五德之数”。
由“以为周得火德，秦代周德，从所不胜”的说法看，所谓“终始五德”的基本原理源自五行生克理论。汉初人们也在讨论据五德转移理论改制度易服色的问题，可见秦汉人是相信阴阳家这种关于改朝换代的学问的。以五行运数讲朝代更替，可以说是一种历史观，即认为历史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王朝更替、政制兴废，是按照一种固定的模式运行的。因为是一种固定的模式，所以是可以预见推算出来的。卦气学，乃至汉人数术化的经学在讲社会历史发展或朝代更替时，都直接间接或显或隐地受到这种学问的影响。比如说，《后汉书·郎  传》中郎  说的：“臣闻天道不远，三五复反”。
宋均注说：“三，三正也。五，五行也。三正五行，王者改世之际合也。”郎  是六日七分术的专家，他认为三统循环，五行运数都是改朝换代的规律。又如，《易纬·是类谋》讲改朝换代问题时讲的“孔子演曰：天子亡征九，圣人起有八符”，看上去是用八卦之气来讲世运转移、兴亡之征，而据《易纬》本文和郑玄的解说，自“一曰震气不效，仓帝
之世”至“五曰坎气不效，黑帝之世”，其中苍帝、赤帝、黄帝、白帝、黑帝与东方、南方、中、西方、北方及木、火、土、金、水的结构，与五行学说的相关说法显然是一致的。
也就是说，《易纬》用八卦之气来讲改朝换代的公式，其实际基础就是“五德转移”学说，不过是“推终始五德之传”的扩充而已。所以，这种以八卦卦气去讲政权更替、世运兴衰的说法，其实还是以五行运数为基础的，是在同一种理论指导下的历史观的略有不同的表述，本质上就是一种东西。
余   论
在汉易卦气学的理论体系中，人的德行是可以影响自然变化的，统治者的德行出了问题，上天即按五行原理来选择相应的告遣方式，如水灾、火灾、地震等以警示统治者。这就是说，在卦气学中阴阳二气消长运行的天道变化，是受人的行为影响，受神意左右的。丰卦的《彖传》说：“日中则昃，月盈则食，天地盈虚，与时消息。而况于人乎，而况于鬼神乎？”从这种说法来看，不是鬼神和人去左右影响阴阳消长运行的天道变化，反之人和鬼神同样都无法违逆此道。看来，在先秦儒家《易传》和汉易卦气这两个思想体系中，阴阳二气消长变化之道的地位是不同的，这也表明了两者对于天道及天道、人道、神道之关系的认识是不同的。可以说在这些问题上汉易卦气学所包含的认识是一种倒退。不过，如《易纬》关于阴阳二气在万物生成过程中作用的一些说法，以及卦气学为了解决占筮技术问题将阴阳二气消长运行的理论用易卦与一年的四时、十二月、二十四气相配的方式加以具体演示和论述，这些对于后来气论哲学的发展还是有积极影响的。

天人感应是一种古老的观念。从《尚书》所记来看，夏代之初可能就有了这种思想观念。从古文献的有关说法看，古人相信这种认识，其中的原因之一，实际是为了给人道正义寻求支撑。尽管随着时代的发展和人们思想认识水平的提高，这种古老的观念已被极大地淡化了，而事实上这种观念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一直存在。这就象科学的发展并不能解除人们的宗教信仰一样，维持人的良心和人道正义需要各种各样的力量支持。正因如此，如先秦儒家大师孟子所讲的天人感应，我们不会明显地感到他是在胡说，相反我们是将孟子的说法做为一种正义的声音的。汉儒讲天人感应，肯定有维护孔子、孟子所讲的“道”的意思，他们想用神的权威来限制统治者。但是汉儒的讲法却受到历代有识之士的强烈批评。现在看来，汉儒的讲法主要有两个问题。一是讲得太过份了，其繁复的技术化的细节冲淡了这种古老观念有积极意义的主题，这正如班固批评阴阳家时所说的，舍本逐末，而流于怪诞的数术。二是汉儒用五行运数去解释世运兴衰朝代更替，这从本质上与天人感应学说是有矛盾的。因为这样一来，统治者的德行善恶、人道的是非曲直其实都无所谓了，历史发展既是命定的，一切都不过是在演义着一种前定的公式。显然，这种理论的本质是消极的。所以，我认为汉易卦气这类学问的衰落不是偶然的，是由其内在的理论劣根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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